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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科在中国图书分类法中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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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考究教育学科在各时期图书分类体系中的变迁，可以从类别知识的角度折射教育学科的中

国问题。西学东渐之际，以《西学书目表》为代表的书目将新学分为“学”“政”两部。“教育”一词流行后，

取代了“学制”“学校”成为图书分类法中“政”的一个类目。随着新式图书馆的建立，作为西学的教育学科

通过图书分类在调整期的中国知识系统中扎根。20 世纪 20 年代，“杜威十进分类法”中的“370 教育”类目

成为中国教育学科图书分类的主要依据。然以此为摹本的教育学科的图书分类细目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

这种图书分类法塑造了教育学科知识偏向制度、实践的西学形象; 分类法中“教育”与“教育学”概念混用

则反映了教育学科性质未定、内容庞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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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叶澜教授曾断言，20 世纪初教育学在中国
的引进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缺乏内在的学科理

论根基，一开始就采取了“传统中断”和“全盘引
进”的方式，把西方的“教育学”当作适用的教育
学拿过来就用。［1］这一论断有不少历史资料可佐
证。1902年梁启超曾说: “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
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2］作为教育学
科史的研究者，忍不住要追问，既然除了史学其

他学科均为西学东渐而来，那么同处于近代知识

与制度转型的时代际遇中，哪些因素决定了教育

学科这样的引进方式? 传统又是怎么中断的? 这

些问题一时难以全部解答，但可以肯定的是，不

同于目录学、校雠学的图书分类法必然与此有关。
在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类别知

识观点的改革往往是学术视角转变的一种折射。
一个时代的图书分类，是那个时代知识序列化和

系统化的重要表征。［3］同时由于图书分类法的工
具性，一旦形成，便在传播中塑造着接受者的知

识分类系统。如王云五所说: “图书分类法无异
全知识之分类，而据以分类的图书即可揭示属于

全知识之何部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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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之际，要考察 19 世纪后期以来不
同时代的学人如何理解、安置教育类知识，图书
分类法是一个较为妥帖的着眼点。20 世纪上半
叶各时期的书目及图书分类法，既是教育学科在

中国近代以来知识系统中所占位置的直接呈现，

同时也是推广并固化教育学科内容的重要工具。
考究教育学科在各时期图书分类体系的名称及子

目变迁，不仅可以理解教育学科在中国近代学术

版图中从无到有、由简而繁的变化，亦可解释教
育学科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部分问题。

二、新学书目中的“学制”“学校”与
“教育”

中国图书分类从汉代的《七略》到唐代确立
的经、史、子、集四部，［5］都没有“教育”一项。
“学校”则为中国所固有，经常出现在历代正史
的“选举志”中，多指各省府州县学等官学。19
世纪以来，与文献分类相关的“学校”同晚清的
经世思潮有关。作为经世思潮总汇的《皇朝经世
文编》按朝廷机构六部分 8 大类，其中“礼政”类
中有“学校”一项。后来刊刻的皇朝经世文几次
续编都沿用了这一体例，将“学校”列为礼政的
重要内容。

1840年后，西书中译本的大量流通，引起
了图书分类上的困难———原有的四部分类结构难
以囊括这些异域的新知识。正如晚清新学书目作
者们感叹的: “自哲理东舒，别裁间作，标题既
杂，目录几穷。”［6］基于对目录学的重视，19 世
纪末 20世纪初，晚清那代学人以“书目”的组织
形式开始了新分类法的尝试。甲午战后著名的非
“四部法”的分类法，有《日本书目志》《西学书目
表》《古越藏书楼书目》《浙江藏书楼书目》等，这
些书目几乎都将“学校”“学制”或“教育”单列
一目。
( 一) 《西学书目表》分类影响下的“学制”

“学校”与“教育”
1896年，梁启超撰写的《西学书目表》突破

中国旧有的目录学分类范畴，依据近代西方的学

术分科观念及图书分类原则列举书目，这在中国

图书分类史上尚属首次，影响此后中国图书分类

数十年。［7］梁启超将当时中国所译西书分为“学”
“政”“教”三类。“学制”属于中卷“西政诸书”。
梁启超认为: “西政之属，以通知四国为第一
义，故史志居首; 官制、学校，政所自出，故次
之”; 虽然“西政”中的官制、学制及农政诸门的
相关书籍译者寥寥，但为“本原所在，不可不
讲”。［8］“学制”目下收录 7 本书，即《西国学校》
《文学兴国策》《七国新学备要》《肄业要览》《西
学课程汇编》《格致书院西学课程》《教化议》。
“学制”书目数量不多，但梁启超给予充分重视，
单列一目，“悬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8］。

1899年，徐维则在《西学书目表》及傅兰雅
的《译书事略》基础上修订增补新出的西学书，
并补充日文转译书，撰《东西学书录》。全书分
为史志、法政、学校等 20 目。［9］1901 年袁俊德
编纂的“富强斋丛书续全集”中的“学制”一门，
收录《肄业要览》《西学课程》《德国学校论略》，
以及姚锡光、张大镛等人考察日本学校的记录
《日本学校述略》《日本各学校纪略》等共 7本。［10］

1902年，东山主人编纂的“新辑各国政治艺学全
书”将西学书籍分为 23 个子目，“学校”目收录
《各国学校考》《肄业要览》《西国学校》《西学课程
汇编》4 本。［11］同年，徐维则、顾燮光二人又出
《增版东西学书录》，其中“学校( 附礼仪)”目除了
收录传教士的相关论著外，加上了《教育学纲要》
《学校管理法》《教育学》等 27 册日译书。该书录
又附“中国人辑著书”，“学校”目收录《学校通议》
《教育一得》《学堂教科论》《学政私议一卷》《东瀛
学校举概》《日本游学指南》等 11本。［12］

梁启超在晚清学术转型场景下用以接引东西

方教育之学的架构，基本是依据中国“学校”在
“选举”或“礼政”中的位置，在《西学书目表》
中，置“学制”于“政”之下。此后徐维则及顾燮
光的分类，则将“学校”与“礼仪”结合在一起。
1901年之后，随着中日教育交流空前频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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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日文的“教育”成为中文的“教育”，为国人
所广泛接受，成为常用词汇之一。［13］同时“教
育”在新学书目及图书分类法中，也逐渐取代了
“学制”“学校”，成为“政”的一个类目。
( 二)《日本书目志》中的“教育门”
1897年，康有为为了揭示日本新学的全貌，

购求日本书，撰写《日本书目志》。《日本书目
志》分 15 门，每门各分子目。“教育门”为“第
十”，共罗列 10类，442本书。其中“教育学书”
57 种，“实地教育”67 种，“幼稚女学”8 种，
“小学读本挂图”22 种，“报告书”24 种，“教育
历史”8种，“教育杂书”57 种，“小学读本”105
种，“少年教育书”36 种，“汉文书 ( 教育小说
附) ”58种。［14］与同时期收录传教士译书的各种
西学书目相比，康有为这个书目志为中国提供了

另一种“教育”的图景。且不管其合理性如何，
至少表面看来似乎更有体系。
据学者研究，康有为可能是转抄日本书肆的

书目广告编辑《日本书目志》，未必见过这些具
体的书籍。而日本书肆流行的这种图书分类体
系，是一种出于商业销售目的做法，远非日本知

识界对于西学的主流意见。［15］康有为并不通日
语，其书目中的按语也显示了康氏在对日文书名

望文生义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误解，比如将《微
粒子病试验报告》《专卖特许发明细书》《蚕事试
验成迹》之类也归于“教育门”。即便如此，康有
为所塑造的“教育门”经由《日本书目志》及后来
据此实施的大规模日文译书活动，依然对清末国

人的“教育”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杜威十进分类法传入前国人对
“教育”的分类尝试

1901 年后，随着学制体系的议论及建立，
从民间报刊到官方文牍，“教育”一词广泛流行，
并且成为热点。如时人所论“现在的新党，没有
一个不讲教育的，也没有一个不讲教育普及

的”［16］。在这种氛围中，“教育”概念所承接的

资源越来越丰富，与“教育”相关的词汇群开始
初步形成。梁启超创设的学、政二部已不足以包
摄西方知识分类体系。此时的图书分类法寻求更
为合理精细的类目来接引繁密的知识系统。相应
地，“教育”图书分类亦不再满足于“学制”“学
校”的单一类目，而尝试“教育”类下更为详细的
目次。

1910 年，孙毓修参酌欧美通行的类别目
次，略为变通，撰《图书馆》一文。文中将西学
图书分为 22 部。其中“第三”为“教育部”，分
为总记类、实地教育类、普通教育类、体育
类、特殊教育类及校外教育类等 6 类; 各类下
设不同数量的“属”。［17］

在杜威十进法输入我国以前，商务印书馆的

《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是“新书分类之最精最详
者”［18］。1911年，《涵芬楼新书分类总目》将“新
书”分为 14部。其中“教育部”下分总记类、法令
制度类、教育学类、教育史类、教授法类、管理
法类、学校卫生类、体操及游戏类、特殊教育类、
幼稚园及家庭教育类、社会教育类、杂类等 12
类，每一类下各有更详细的“属”，共 29属。［19］

二者均未言明分类依据，但其大类比照《奏
定学堂章程》大都能找到类似之处。尤其是与
《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教育”课程的构成
有很大的相似性。初级师范学堂的“教育”要求
讲授教育史、教育原理、教授法、教育法令及学
校管理法、实地授业。［20］此外，还有《奏定蒙养
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对应“幼稚园及家庭
教育类”。据此可以推断商务印书馆“教育部”的
分类基本是以癸卯学制颁布后的学校教育为主，

兼及特殊教育、社会教育。

四、清末各地图书馆的教育学科分类
实践

自 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学校”一
篇中总结出“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有
三事，曰学校，曰新闻报馆，曰书籍馆”［21］，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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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便频繁出现在各种文本中，如康有为的《各
国学校考》、孙家鼐的《官书局开设缘由》都原样
照搬。这“三事”俨然成为清末“教育人才”的纲
领。于是清末国人便着意引入和接受西方公共图
书馆观念，各地纷纷在传统藏书楼基础上创建新

式图书馆。如何分类中、西图书，成为这些新式
图书馆面临的首要问题。
最早在实践层面改革分类法以容纳新兴学科

的，是古越藏书楼的书目。其图书分类受梁启超
《西学书目表》体例影响，“混经史子集及新学之
书为学、政两部”。其中“学部”23 类，“政部”
24类。将“教育”归于“政部”。［18］后来建立的图
书馆在图书分类上，通常实行新旧并行的图书分

类法。用“四部”分类法部次中国旧籍，用“学
科”分类标准类分新书。1907 年杨复、胡焕编辑
的《浙江藏书楼书目》，以“甲编”保存国粹; 新
书则编为“乙编”。“教育”类属于“乙编”。［22］无
锡图书馆的“近时图书”分为政部、事部、学部、
文部等 6部，其中“教育类”为政部的 8 类之一。
浙江公立图书馆将“教育”置于“通常类”的乙部，
与哲学、文学、语言、历史、传记等并列。河南
图书馆将新书分为时务、通俗两部，两部皆列有
“教育”。广西图书馆将“教育部”列为“初编”科
学书中的第一部，内分教育总类、教育制度类、
教授法类及教育记录类。安徽图书馆的“教育
类”属“新书”的政科部。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的
教育属“新书部”的文学部。广东图书馆、云南
图书馆的“教育”皆属于“新书部”或“科学
部”。［23］1918 年，沈绍期调查了 33 处图书馆，
在“图书目录如何编订”一项，大多数图书馆仍
是中西书分别编目，“教育”在各类名称的新书
目中栖身。［24］可以看到，这些图书馆中都有“教
育”部类，在“学”“政”分类中，“教育”都属于
“政”; 在“新”“旧”分类中，“教育”都属于“新
书”; 在“中”“西”分类中，“教育”都属于“西”。
这一时期的图书分类，正如蒋元卿所评价

的，“新分类法之创造，虽已将中国金科玉律式
之四部彻底打破，其创造性固足钦佩。然当新旧

交替之际……恒将各种学术任意列入一类，妥当
与否，概未计及。而于类名之采用，更多含糊武
断之处”［25］，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恰是在此
“新旧交替之际”，中国传统的“学校”“学制”从
默默于典籍间，到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登堂入

室，出现在各种东西学书目表中，进而再由“教
育”取而代之出现在图书馆的“新书”分类表中。
从 1896年《西学书目表》到 1911 年《涵芬楼新书
分类目录》，教育学科所涵从“学制”单一分类的
7本书扩展到“教育部”12类 29属。

五、杜威十进分类法影响下图书分类
中的教育学科

19 世纪，西方近代图书馆兴起，西方图书
分类法亦随之出现。先哲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类的
知识分为历史、文学、哲学三部，培根在《学术
的进展》中又将这三部分分成若干小类。培根的
这个知识分类体系就是欧美图书分类法的滥觞。
之后的图书分类法均是以近代“学科”为分类标
准、以近代西方学术体系及知识系统为背景进
行的。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图书馆界引入和接受欧

美新的社会教育观念，发起新图书馆运动，全国

图书馆数量急剧增长。［26］同时，民国以来各种西
学、新学书籍数量亦猛增，图书馆原来使用的图
书分类法已不适应需要。因此许多图书分类学家
纷纷向西方学习分类方法，特别是向美国学习。
其中最突出的是向美国的“杜威十进分类法”学
习。于是所谓“仿杜”“改杜”“补杜”的图书分类
法先后出现，据统计大致有 30 多种。教育学科
的图书分类法随之进入了一个同中有异、异中有
同的新时期。
( 一) 杜威十进分类法中的 370Education
杜威十进分类法根据 17 世纪英国哲学家培

根关于知识分类的思想，将其倒置排序，以 19
世纪以来的科学分类为基础展开为十大部: 000
总类，100 哲学，200 宗教，300 社会科学，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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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500 自然科学，600 应用科学，700 美
术，800文学，900历史。“教育”Education 编码
为 370，属 300 社会科学下的大类之一，与统

计、政治、经济、法律、行政、会社、通商、风
俗并列。［27］其中类细目如表 1所示。

表 1 杜威十进分类法“教育”分类细目［28］

370教育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000 总论
教员教法

训练

小学

教育

中学

教育

成人家庭

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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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十进分类法中“370 教育”的 10 个中类
细目，“总论”为教育学原理，其余 9 部属学科
内容，皆是围绕教育的研究对象，也就是美国社

会上的教育存在形式而展开，涵盖学校教育及相

关的教师教育、课程，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宗
教教育等。在中国 20世纪 20年代的图书分类尝
试中，杜威十进分类法的“370教育”的详细类目
成为中国教育图书分类的主要依据。
( 二)“仿杜”热潮中各家对“教育”的安置
杜威十进分类法于 1910 年由孙毓修首先在

《教育杂志》上介绍。此后，随着新图书馆的建
立及科学新书的大量出现，中国图书分类专家基

于统一中文新旧书分类的原则，不断对其进行翻

译、研究、评论、教学和使用。他们的分类体系
大都仿照杜威十进分类法，把全部图书分为十大

部，每大部分为十大类，每大类分为十中类，每

中类分为十小类，依次递推。每一类中的第一类
都属总类，因此实际按学科内容分的是 9 类。［29］

分类的内容，则在创建有中国色彩、合乎中国人
情的“中国式图书馆”［30］的感召下各起炉灶。

具体到教育学科，杜威十进分类法中教育类

目下的“宗教伦理教育”与“公立学校教育”明显
不适用于中国教育，于是中国图书分类学家出于

各自对中国教育的认识对教育学科进行安置及分

类细目。
1． 将教育学附于社会学的分类
这一分类的代表为沈祖荣的《仿杜威书目

十类法》。该分类法是在借鉴杜威十进分类法
基础上，糅合中国传统分类法加以变通而成。

沈祖荣将“社会学与教育学”列为十大部中的
“二”，认为“社会学与政法相互关系，但政法
属于社会学部分甚大，宜分为两类，凡政法与

社会学诸书，各依其类编入 ( 教育学亦附社会

学内) ”［31］。他将教育学与社会学并列，共同
占据“200”。实际上“教育学”占了十大类中的
大部，分为“230 教育”“240 教育行政”“250 教
授法、管理法、教员”“260 学校教育”“270 校
外教育”“280 课程及教科书”“290 学校卫生建
筑”。［31］

2． 将“教育”单列为一部的分类
这一分类方式以杜定友、陈天鸿及陈子彝为

代表。杜定友虽重视杜威十进分类法，但不用杜
威法的倒转的培根分类体系，而采用进化论来指

导图书分类法的编制。他用进化论阐述其十大类
的次序: “科学之分类，以哲学、心理、伦理、
论理、宗教等，概括宇宙万物，深探人生之源，

造化之始，因列为科学之首，是为‘哲理’科学，
以‘100’为标记。教育为树人之本，有教育而后
有文明，因列为第二，以‘200’为标记。凡有关
教育之事，如童子军、体育等，均属之。有教育
而后有人群，有人群即有社会。欲求社会之完
备，不可不研究政法、经济、社会、风俗、礼尚
诸科，因并列‘社会科学’，居于‘教育’之后，

以‘300’代表之，为第三类……”［32］杜定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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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置于“社会科学”之前，单列为一部。
“教育科学”又分为 200 教育科学、210 教育行
政、220管理训练、230 课程教材、240 教授法、
250教员、260小学教育、270中学教育、280 高
等教育及 290特殊教育等十大类。
除杜定友外，陈天鸿的《中外一贯实用图书

分类法》以及陈子彝的《苏州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皆将“教育”列为十大部中的一部。不过他们所
再分的大类也不完全一致。在共同的教育行政、
管理训练、教员、教授法、特殊教育之外，三人
对属于教育制度层面的分类取舍不一。陈天鸿添
列女子教育，陈子彝则将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
合为“学校教育”，加入“社会教育”及“各国教
育”［33］。

3． 将“教育”置于“社会科学”部之下的分类
这种分类方式与杜威分类法相同，将教育学

科隶属社会科学，为社会科学部的十大类之一，

在当时占主流。王云五、刘国钧及各大学图书馆
皆如此安置教育学科，但其中类细目又各不

相同。
王云五及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分类法“教育”

子目和编码与杜威法几近相同，将 370教育置于
300社会科学之下，其中类细目也类似。不同的
是王云五创造了“+”“±”等符号加在杜威法有关
类号的前面，以便安排关于中国问题的图书，以

适合中国图书馆的需要。如“+379 教育行政”意
指中国的教育行政。［34］

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在民国时期影
响很大，是很多图书馆图书分类的重要参照。他
认为“图书分类原为研究学术而作，故宜以学科
分类为准”。［35］他的分类法以逻辑关系为主，将
“教育”置于“500 社会科学”之下，编码为 520－
529，理由是“人群相处，而有社会制度于以产
生。凡教育、礼仪、社会、经济、政治、法律、
军事皆是也”。教育学科为大类，又分为教育心
理学、教师及师范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教育行政、管理与训育、特殊教育及
特种人教育等中类。［36］

国立北平师大图书馆的图书分类，大半根据

刘国钧的图书分类法展开，同时参考杜定友的

《世界图书分类法》、杜威法、《日本十进分类
法》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编制而成。将
“370教育学”归于 300社会科学部，分为教育总
论、教育心理、教育行政、教师及教范教育、初
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推广教育、职业
教育，以及特种教育等中类。［37］安徽省立图书馆
图书分类法亦博采众家，其“370教育”及细目与
北师大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几乎一样，仅
在个别细目上有所差别。［38］

台湾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桂质柏所制订的图

书分类法将“580 教育”置于 500 社会科学部下，

中类细目与杜威十进分类法有比较大的差别，除

“总论”“学程”“妇女教育”，其他 7类全不相同。

其中类大致是按照中国的学制展开，教育行政、

学校教育、教学法、管理训育、课程属于学校教
育各要素; 特种教育、社会教育、妇女教育则为
国内存在的教育类型; 最后一类为其他各国

教育。［39］

除上述分类法外，比较有特色的是裘开明的

分类法。他的分类法“以中法为经，西法为纬”，

大纲根据经史子集四部及张之洞《书目答问》的
“丛”部之次序，扩充为 9 类。每类子目参酌中
西图书分类法定订。他将教育学科的位置定为社
会科学部下的 4900－4999，细分为概论、教育史
及状况、教育行政、教育组织及系统、教育原
理、学校管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
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种教育、特种人教
育、学校刊物、课本等 15类。［40］

综合上述各家，不管是“仿杜”“补杜”还是
“改杜”，不管是强调中法还是西法，不管叫“教
育”还是称“教育学”“教育科学”，它们对教育学
科的安置，虽然看起来位置不同，细目有别，顺

序各异，实际上都未脱杜威十进分类法的窠臼。

除了总论，学科内容基本是以学制为中心展开的

各种教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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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世纪上半叶图书分类对教育学
科知识版图的形塑

如左玉河所论: “由于典籍分类与知识系统
之分类密切相关，故典籍分类之演变，不仅仅是

改变典籍分类法之简单问题，而且是中国传统知

识系统向西方近代知识系统转变之重大问题，是

中国知识系统在晚清时期重建之重要体现。”［41］

正在此知识系统转型之际，教育学科通过书目及

图书分类在中国知识系统中扎根。与单册书籍、
文章的传播不同，书目及图书分类具有工具性，

一方面是时代知识序列化和系统化的重要表征，

另一方面直接参与形塑接受者头脑中的知识

版图。
( 一) 图书分类中的“教育”“教育学”重在学

校教育制度与实践

在“学校”“学制”进入图书分类之前，《皇朝
经世文编》及其续编皆将“学校”列为礼政的主要
内容。及西学东渐日深，晚清学人在传统目录学
基础上进行新分类法的尝试，将“学校”归于“西
政”。国人用中国传统的“学校”“学制”与西方学
校教育体系对接。1901年，赵惟熙在《西学书目
答问》的“学校学”下注: “泰西学校之制度颇与
我三代古法相合，几于无地不建学，无事不设

学，无人不入学，故人才之盛、国势之强悉由于
此，礼失求野，我不可不亟图也。”［42］同时期的
书目在“学校”“学制”一类下所列图书，基本都
是描述欧洲学校教育相关情形的。
现代教育学就其包含的内容来说，具有双重

起源: 一是关于教育问题的哲学思辨; 一是实际

教学经验的总结。［43］晚清那代学人，对教育学
“学”与“术”的双重起源并没有清晰的意识。中
国教育近代化的主题，是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制

度和经验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近代化教育体

系。［44］在这样的情境下，国人必是先将眼光放在
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上。随着“教育”一词作为
回归汉语借词带着日本新含义回到汉语世界，教

育有了在制度层面特指“学校教育”的意思。如
1902年梁启超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中说: “吾国
自经甲午之难，教育之论始萌蘖焉。”［45］他这里
所谓的“教育”，指的是新式学堂教育。直至民
国时期“大家都以为兴教育就是办学堂，办学堂
就是兴教育”［46］。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所
涉是癸卯学制实行后的学校教育。“教育学”理
所当然的是学校教育之学。至杜威十进分类法传
入，以教育实践形式为主的学科内容更加强化了

中国图书分类中教育学科的制度、实践倾向。各
家分类法不管是独成一部，还是在“社会科学”
下，即便顺序不同，细目有别，基本是以学校教

育体系为主，兼及其他教育形式。而占据“教育
学总论”“概论”位置的，皆为师范学校、高等师
范学校教育学类教科书。现代教育学的双重起
源，并没有反映在 20世纪上半叶的图书分类中，
而是明显地偏重学校教育的制度与实践。
( 二) 教育学科在图书分类中占“西学”的

地位

平心而论，在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之际，图

书分类中最难处置的中西新旧问题，尽管在文史

哲领域论争甚烈，对教育学科却滞碍不大。虽然
从学科分类的角度看，以西方近代的分类来决定

中国古代研究的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科目，从道理

上不太讲得通，但对教育学科来说，不论是教育

学科中人，或是图书馆学专家，皆不认为中国古

代有教育学的踪迹。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学自西
方，“教育”连名带实，古未有之。民国时期的
目录学家对此有明确表达，姚名达认为“古无教
育目录，有之，乃近十余年之事”［47］。教育学是
公认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没多大关系的学科。特
别是在西学分类被尊崇为唯一“正确”或“正当”
的体系后［48］，教育学科作为实实在在的西学，

在新确立的学术分类体系中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图书馆学家在图书分类层面曾试图勾连教育

学科的古今，刘国钧称: “教育，昔人多言学
制，少及方法，今则蔚为专门之学。……若此之
类，不能不准今日之情形，另立门类，而以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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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附之于下也。”［35］裘开明的分类法号称以
“中法为经，西法为纬”，认为“社会科学类，四
库史部之职官、政书多载历代典章制度，包含近
世所谓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教育等学。今
统名曰社会科学，自成一类”，［49］设想将典籍中
的“教育”归至图书分类中。但审其“教育学”细
目，《选举志》《文献通考·学校考》入得了哪目?
教育学科中人并无人为中西新旧之争摇旗呐

喊。凡遇此，教育学科主动站队“西”与“新”。
教育学家吴俊升回忆五四前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教育科的氛围，称当时“就大体而言，北大是新
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南高东大，则是维护传统文

化的堡垒”“可是南高东大师生中，也有一部分
对新文化运动取同情态度的。其中最显著的便是
教育科的师生”。［50］教育领域的改革与前进，本
身就“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条支流”［50］，主动
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
就教育学科的工具书来说，姚名达在《中国

目录学史》的“教育目录”中，列举了庄泽宣的
《一个教育的书目》、郑宗海的《英美教育书报指
南》、查士元的《世界教育名著提要》等。［47］这些
书目均指向英美。以《一个教育的书目》为例，
中山大学教育学教授庄泽宣综合教育学者的建

议，列了这个教育学科的“权威”书目，内分教
育概论、教育心理、发育心理、学科心理、教学
法、学习指导、课程、测验、统计、教育史、教
育哲学、教育行政、学校行政及管理、各级教
育、职业教育与指导、体育与卫生、其他等共计
17类，每类列五六本英美流行的书单，介绍内
容并推荐给初学者，作为入门书。［51］这些工具书
无一例外，所列皆为欧美各国教育书目。这也在
向“初学者”强化着，教育学科的根在西方，当
属“西学”。
( 三)“教育”与“教育学”混用
各分类法不管用“教育”还是“教育学”，对

其英文名称并无疑议。在杜威十进分类法中，名
称为 Education。［27］译为“教育”还是“教育学”，
各家不一，同一本书各处不一。这或许反映了图

书馆学家对教育学科“学”与“术”性质的纠结。
1922年，根据杜定友在菲律宾大学的英文

博士毕业论文出版的《世界图书分类法》，总目
下写明“200 Education 教育学”。［52］1925 年该书改
编为《图书分类法》，纲目中列“200 Educational
Sciences 教育科学”，在正文内容又为“200
Education教育”。［53］1935 年改名为《杜氏图书分
类法》，纲目中为“200 教育科学”，在正文中则
为“200 Education”。［32］沈祖荣的《仿杜威书目十
类法》目录中为“200 社会学与教育学”，在“凡
例”中也称“教育学”，但在正文中则一变为“教
育”。［31］何日章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在“凡
例”中提及“教育心理学分入社会科学部教育学
类教育心理学”，此处为“教育学类”，而正文细
目中为“教育”。［37］

教育与教育学在名称上的模糊，还表现在教

育学者的口头及书面表达中。在教育学者的回忆
录中，常见“选习教育为主科”［54］、“赴美专习
教育”［55］的表述。“教育学系”常被称为“教育
系”，“学教育学”称为“学教育”。如果这些都是
习惯性称谓、不具严密性的话，官方文件也是如
此。1904年《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在“学科程
度”部分提到“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科目分十二
科”，其中有“四教育学”; 在“分科教法”部分其
他十一科均保持原名称，唯“四教育学”变成了
“四教育”。［20］1935 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订定
的学位分级细则，同样让人困惑。该细则规定了
文科、理科、法科、教育科等 8 科的学位分级，
其中教育科学位分教育学士、教育硕士、教育博
士，其他 7 科都称某学士，某学硕士，某学博
士。［56］教育科的学位称谓与其他科相比，在语法
构造上独树一帜。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民国时
期的学者似对“教育”与“教育学”在各种场合的
混用习以为常。观其意旨，二者的区分可能比较
接近黄敬思的解释: “教育为广义的，教育学为
狭义的。一般教育包含各种智识、技能、习惯、
态度及理想，故为广义教育。至研究教育之各种
学术，则可谓狭义教育。”［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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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习惯以学科叙事认知“过去”与“当
下”，对此总会感到困惑: 既然现代图书分类
法是以学科为基础的，而分类学家自己也经常

混用教育与教育学，那么到底该用什么来称呼

Education所指涉的学科? 是教育学科，还是教
育学学科? 这对确定教育学科以及教育学学科在

中国近代学术版图中的位置来说很重要。这个问
题在 20世纪上半叶是一桩公案，到现在也未见
得有很好的解决。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0
世纪上半叶的图书分类法对此不做区分，既是国

内学者对此问题普遍视为理所当然的表现，同时

也是将这种理所当然推而广之的有力工具。
( 四) 教育学科的图书分类是教育学科知识

系统的反映

在中国，教育学科进入图书分类体系早于

进入高等教育体系。1915 年，北京高等师范学
校设置教育专攻科，这是教育学科在高等教育

体系的制度起点。1922 年以后，为培养中等学
校师资，大学逐渐开办教育学系。教育学科进
入高等教育体系，意味着教育学科有了相对稳

定的教师群体及人才培养体系。这时，教育学
科本身的学术状态亦与教育学科的图书分类产

生联系。
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纷繁驳杂，没有统一标

准，从而造成了图书馆功能发挥的障碍。私立浙
江流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忘年老人”因此感叹:
“图书馆内部工作之最感困难而又最复杂者，莫
如图书之分类”“且就教育图书分类法一项而论，
据老人所见者竟有十七种之多”。［28］关于教育图
书分类法的乱象，固然是图书馆界图书分类纷乱

的反映，更与教育学科本身有关。“教育”很重
要，而“教育之学”却历史短，学术根基未牢。
由此形成一个悖论，报章杂志讨论教育改革的文

章极多，教育研究好似盛况空前，教育学却并不

受重视。“因为教育是人生，所以教育学便是包
罗一切生活问题的科学”，［58］谁都能说两句。教

育学科的性质、目的、内容，无一不在争议中。
教育学科在大学中的位置也没有达成一致。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发《大学组织法》与《大学规
程》，在“文理法农工医七学院而外，加一教育
学院”［59］，制度上“教育”得以与文理法等学科
并列; 同时又规定，也可以在文学院设“教育
学系”，“教育学”也可隶属文科。在教育学科
的人才培养方面，1938 年前教育学系的课程并
没有确定的基本原则，大学教育学系的目标与

课程以“杂”著称，被批评为“博而不精，易流
空泛”［60］。
教育学科的图书分类自然是那个时代教育知

识系统化的重要表征。学科本身在研究对象、目
标和内容上达不成一致，在图书分类层面难免也

各行其政。图书分类既有与“社会科学”并列的
“教育学”“教育科学”，也有隶属于“社会学”
“社会科学”的“教育学”。同时由于图书分类法
的工具性，一旦形成，便在传播中形塑接受者关

于教育学科的知识系统。以十进分类法为摹本的
教育学科的图书分类，一方面塑造了“教育”“教
育学”知识偏向学校教育制度、实践的形象，一
方面传达了教育学科内部知识博而不精的空泛

印象。
自戊戌或者更早，中国开启了近代知识与制

度转型。从西学书目中的“学校”“学制”到“教
育”，从单一类目的几本书到十进分类法中的庞
杂的知识系统，教育学科以“西学”的形象在中
国近代知识体系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教育学科
的西学身份，一方面利于在调整期的中国知识系

统中扎根，另一方面教育学科类目以西方近代以

来产生的教育形式为主，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
随着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法的推广，无形中更划清

了与中国传统教育的界限，强化了教育学科的西

化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中西学术的“根本
不同之点”，教育学科的“传统中断”是不可避
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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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Education Discipline in Library Classific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ZHANG Xiao-li
Abstract: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the books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he Education Discipline in different

periods can reflect the Chinese problems of the Education Discip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ategory
knowledge． When the Western academic spread to the east，the new academic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learning”and“politics”． After the word“education”became popular，it replaced“school system”and
“school”as a category of“politics”in the new library lists and library classifica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libraries，the education discipline as a pure“western academic”，took root in the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during the adjustment period through Bibliography and book classification． Since the 1920s，the
detailed category of“370 education”in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Ｒelative Index had became the main
basi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subject books in China． But these classifications of Education
Discipline in China we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 These classifications of books shaped the
image of knowledge bias towards system and practice in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the mixed use of the
concepts of“Education”and“Educational Sciences”in the classifications reflected the reality that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subject is uncertain and the content was complicated．

Keywords: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Pedagogy; Education Discipline; library classification;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and Ｒelativ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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